
“明清以来的地方意识与国家
认同”学术研讨会述评

于海兵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摘　 要：“明清以来的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研讨会旨在从国家建构的维度，考察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的
关系，着力从历史人类学、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研究等方向展开跨领域对话，试图透过迥异的研

究路径和研究议题，共同探讨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与国家认同之历史过程。与会学者认为：“地方”的意涵和

所指是多样化的，不仅指行政区域，也指地理和文化空间，是从乡村、县、省到南方、北方、东北、西北等地域的

动态概念；参与并建构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历史主体是多元的，故国家的知识精英和制度文化、地方的宗教

专家和社团组织，以及中国边缘和外部世界所想象的“中国”也是多元的。与会学者还从地方与国家关系、种

族 ／民族、赋役制度、礼仪宗教、战争、工业资本主义等多重视角，热烈地讨论了多样化“地方”背后的同一性，
以及中国何时、如何成为民族国家等问题。这些多元性非但不会妨碍我们理解“中国”，而且是理解的前提和

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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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１６３８２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８

２０１５年 ３月 ２９—３０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东
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区域文化研究系联合主办的“明清以来的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学术研

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大陆的 ２５ 位学者共襄盛会。
地方研究已是学界显学，本次研讨会则旨在从国家建构的维度，考察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着力

从历史人类学、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研究等方向展开跨领域对话，试图透过迥异的研究路

径和研究议题，共同探讨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与国家认同之历史过程。与会学者分别从政治、文化、概

念和宗教等角度切入，或关切知识人的思想世界和社会变迁，或关注不同层级的“地方”和地方社会，或

考察社团组织、文化传播和政治制度，或参照中国台湾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的具体历史经验，描绘出不

同时空“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图景。

一　 何处是“地方”？

当我们讨论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之关系时，先要追问的是：“地方”在哪里？“地方”可能针对“国

家”而言，也可能是针对另一个“地方”。“地方”是相对的，这就使得“地方”与国家的关系处于变动状

态。与会学者们普遍认为，“地方”与国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地方”是从乡村、县、省到南方、北方、

东北、西北等地域的动态概念。赵世瑜（北京大学）在《从移民传说到地域认同：明清国家的形成》（论文

详见本刊第 ４期）一文中即主张采用“地域认同”这个相对简单、指代明确的概念。“地域认同”是“指人
们对生活其中的一个或大或小的地理空间之认同”，是地方认同继续衍化的结果，也是族群认同乃至国

家认同的基础，“是一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地域认同”无意取消乡村、县、省等具体的地方概

念，而是关注“地方”的变动性和相对性，由此或可更历史地考察地方与国家的复杂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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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县及县以下的行政单位仍是“地方”的主要落脚点，由此进而观照更大的地域认同和国

家认同。科大卫（香港中文大学）、刘志伟（中山大学）等学者立足于广东珠江三角洲展开他们精细而系

统的研究，但各个“地方”及其制度文化的多样性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和终点。正如科大卫与刘志伟在

《“标准化”还是“正统化”？———从民间信仰与礼仪看中国文化的大一统》一文中指出的，“地方”只是

一个起点，重要的是通过与其他地域的比较，描绘出一个从下到上的“中国”地图。杨念群（中国人民大

学）对这一进路提出质疑：过度注重地方性因素，是不是一定能对地图的构造形成清晰的认识？他一再

提示不能忽略国家层面的中央王朝与大传统从上到下的作用，此间张力或许将一直存在，但只要还心怀

对整个地图的关切，不画“地方”为牢，至少可以避免研究的碎片化和自我封闭，在上下间的双向互动中

完善地图。

与会学者为这种地方与国家的动态关系提供了多种案例。罗士盓（台湾大学）在《宗教家庭与地方

政治：以浙江省庆元县姚文宇家族为讨论中心（１６２１—１８６８）》一文中，通过考察浙江省庆元县姚门教教
主姚文宇（１５７８—１６４６）的家族变迁，重新梳理了明清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吃斋人教派组织”在地方
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而李仁渊（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在《认同的媒介：闽东山村的文

本制作与公共性》一文中，以闽东山村为例考察了明清以来地方精英利用碑刻等公开文本（ｐｕｂｌｉｃ ｔｅｘｔｓ）
制造、维系地方、宗族与国家等不同层次认同的历史过程。山本真（日本筑波大学）在《１９３０ 年代—１９４０
年代福建省的国民政府统治与地域社会———以龙岩县的保甲制度、土地调查、扶植自耕农、合作社为中

心》一文中，则以福建省龙岩县 １９３０ 年代—１９４０ 年代的行政制度改革为基点，从保甲制度、土地制度、
征税制度等方面考察了国民政府如何在传统的宗族组织和种种制度影响下展开对地方社会的渗透和控

制。上述三篇文章都是从具体的“地方”切入，同时关联着省乃至跨省的地域，更重要的是都在从不同

角度探讨着国家认同的问题。

与此相对，超越“地方”的区域概念也广受关注。村田雄二郎（日本东京大学）的《冈仓天心的中国

南北异同论》（论文详见本刊第 ４期）一文，通过分析日本近代美术家冈仓天心（１８６３—１９１３）颇具特色
的“南北异同论”，提出了理解近代中国的新视角。金衡钟（韩国首尔大学）的《吴大贗在东北：东北新政

的先驱》一文通过梳理 １８８０年代被清廷两次派往吉林的吴大贗（１８３５—１９０２）在东北的政治外交活动，
从侧面展示出“东北”在清末新政中的历史处境。而吉泽诚一郎 （日本东京大学）的《明清以来“西北”

概念的变迁》（论文详见本刊第 ４期）一文则专门考证了“西北”的概念史变迁。他指出：“西北”不是超
越历史的地理概念，而是在晚清以来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的互动过程中才真正具有了现代意涵。以上

所述，“南北”、“东北”、“西北”等地域性概念丰富了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探讨地方意识与国

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多维度和可能。

二　 谁之“地方”？何种“中国”？

在“地方”的变动性和相对性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历史主体的问题：“地方”与国家的关系是谁在掌

控？或者，是哪些人群在参与、建构着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对此问题的分歧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史学进

路和“中国”想象。

在以知识分子和思想史研究见长的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看来，儒家思想乃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和

主流，相应地，由科举制度产生的士大夫精英以及地方士绅则是经营地方以及沟通地方与国家的重心。

由是之故，他在《“土豪”与“游士”：清末民初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士大夫精英》（论文详见本刊第 ４ 期）一
文中，挖掘出“土豪”与“游士”这对传统概念的现代意涵，考察了近代中国地方主义崛起，以及由“土

豪”—旧绅士主导的联省自治到“游士”—新知识阶层主导的党国体制转变的历史过程。与之相应，瞿

骏（华东师范大学）的《新文化运动如何联结地方———侧重江浙地区的基层读书人》一文，则以江浙地区

的读书人为例，细致地考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地方连接的传播渠道、思想内容、接受机制和迎拒过程。

另外，金衡钟讨论了吴大贗在东北的政治外交活动；金承郁（韩国忠北大学）在《上海时期（１８４９—１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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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的世界认识：以中华论的变化为中心》一文中，从知识分子的主动性和传统的连续性角度考察了作

为口岸知识分子的王韬在民族国家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处境；石井刚（日本东京大学）的《章太炎和刘师

培的方言思想：“多声世界”想象中的民族统一》一文，从“多声世界”之视角考察章太炎和刘师培的方言

思想，指出民族认同乃是维系“多声世界”的内部力量，探讨了“诠释方言的相异性和国家的整体统一之

间的张力”。

另外，杨念群为了警惕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着力从中国固有的思想传统中提炼概念来理解历史。他

在《“文质之辩”与中国历史观之构造》一文中，试图跳脱现代进步史观的束缚，以“文质”这对中国传统

本具之概念来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演进，进而从这种文明史观来思考中国之为中国的内核所在。他并

不满足于地方性因素所构建出的地图，而是认为在多样的地方背后存在着中国之为中国的思想和制度

条件，以此回应“地方国家缩影论”、“从周边看中国”与“华夏边缘论”等看法。以上讨论侧重从王朝制

度、儒家传统和知识精英的角度来理解地方与国家的关系，由此看到的是思想与制度的“中国”。

与这个“中国”不同，另一些学者则注目于宗族、祭祀礼仪、民间宗教和地方政治，其中的主导力量

不再是儒家士大夫阶层，而是诸如道士、僧人以及非僧非道的“业余宗教者”，诸如商会、同乡会的民间

组织，乃至社会底层“贩夫走卒”之类的大众。科大卫与刘志伟指出，“以儒家为主导的大一统只是历史

上一个特定的时期、由小部分人所推广的历史，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是由很多人参与构建的历史”，他们

想要研究的，“不只是中国文化的‘大一统’的结构本身，而是形成其结构的复杂历史过程，尤其需要对

不同地域历史演变作比较的研究。”由此，基于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礼仪和民间信仰的研究，他们进

一步主张从文字使用、师承传统与国家统治等角度探究“正统化”过程。赵世瑜则从地域认同的角度，

通过总结有关移民传说的研究，指出祖先移民传说在 １６ 世纪—１８ 世纪明清国家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
作用。罗士盓在文中指出，诸如姚文宇这般缺乏儒家教育背景的“非僧非道”的“业余宗教者”所建立的

民间教派组织，在帝国政府的管控范围之外提供了社会人群之组织和流动的新渠道；而长久以来被视为

主流的“士大夫文化”在地方的场域中必须面对为民众提供宗教服务的民间教派组织的强力挑战，而后

者之作用甚至比前者更大。他进而提示，这两者之间的权力互动所构建出的“地方自治格局”，与近代

开埠后东南地区的社会政治变迁大有干系。这些研究所描绘的中国不再是制度的、思想的，而是宗教

的、礼仪的、宗族的。

溢出儒家精英及其思想传统范围的，除了古已有之的宗族、礼仪和宗教人士之外，还有诸如同乡会、

商人、文娱组织等近代产生的新人群，他们也是地方与国家互动的重要载体。程美宝（中山大学）在《近

代地方文化的跨地域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粤剧、粤乐和粤曲在上海》一文中，通过梳理 １９２０ 年代—
１９３０年代粤剧、粤乐和粤曲在上海的发展，指出近代都市、新媒体和技术、粤商的地方认同、知识分子的
民族认同等因素对地方文化的塑造作用，进而探讨了地方文化之“超越地方性的地方性”特质，及其与

国家文化的互动。冯筱才（华东师范大学）则从地方政治的视角，以同乡会为例，在《“爱国先爱乡”：

民初政治冲突与地域结社的工具化》一文中，指出同乡会政治化之四种类型（民族政治、代表政治、救

济政治、选举政治），以及同乡会成为国家与地方政治互动的工具化过程，进而讨论了民初社团政治

与政治生态的“僭民政治”特质。传统时代儒家与民间宗教、礼仪的较量在此演化成现代国家力量与

形形色色的新社会组织的纠缠，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剧变，其中的断裂与延续仍是有待持续

挖掘的研究议题。

无论从地方看中国、从地域看中国，还是“制度的中国”、“叩头的中国”，都是从“中国”内部出发的。

与此相对，还存在着从东亚（如日本、韩国）看中国、从欧洲看中国和从世界看中国的角度，由此看到的

景象更为不同。姜窱亚（韩国汉阳大学）的《境界人的国家认同：甲午战争时期在韩粤商同顺泰号之故

事》一文，通过分析首尔大学所藏的同顺泰文书，探讨了清末在韩的广帮商人在甲午战争过程中对战争

的认识和回应，尤其是这些商人在国家认同与商业利益、家族—地方认同之间的紧张和抉择。文明基

（韩国国民大学）在《从 １９２０年代韩国与台湾自治运动看日治时代台湾社会认同问题》一文中，通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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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１９２０年代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的自治运动，指出“中国”因素对两地民族运动的不同作用，以及台
湾社会“低中国化”的历史源流，探讨了台湾地区在近代历史中认同的纠葛与危机。村田雄二郎介绍了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理解，尤其注意到冈仓天心的“中国是一种欧洲”这一特别观点，为诠释现代中国

与理解中国、东亚和欧洲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以上研究显示出：理解现代中国不仅要从中国内部的

地方与国家之关系着眼，还要考虑到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和观感，在这种内外兼顾的视角中，或许我

们才能看到更加完整的“中国”。

三　 何以“中国”？

虽然上述论者对“何处是地方”、“谁之地方”、“何种中国”等问题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但其关切却

是共通的，即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与国家认同。由此，作为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的中国之形成过程及
其特征遂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科大卫和刘志伟通过宋朝和欧洲的比较，从中国内在的里甲制度、礼仪制度、土司制度、赋役制度等

角度指出明朝已经基本属于民族国家。杨念群进而指出，如果按照血缘、种族、语言等标准，强调夷夏之

辨、种族主义的宋朝就具备了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明朝亦如是；相比之下，清朝反而不是民族国家，因

为清朝只是将汉族区域作为统治的一部分；从宋到清经历了夷夏之辨的种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向大一统

非民族国家的转变；这一双重特征深深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态，即对内大一统与对外民族国

家。刘昶（华东师范大学）对宋朝、明朝即是民族国家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宋以降的种族与现代

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观念并不相同，而古代中国的“宗教”与现代的宗教（ｒｅｌｉｇｉｏｎ）概念也迥异，相比之下，反
而是冈仓天心的“中国是一种欧洲”的说法更能为我们提供想象力。许纪霖也认为宋明时期的民族国

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他指出，宋以降地方与国家的关系类似于宗教礼仪系统中的关系，是象征性的，

不具有现代的公民自觉的实质意义。与以上理解路径不同，周武（上海社科院）和石井刚都主张从战

争、主权和工业、资本主义的视角来看现代的国家建构。周武指出，战争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生活和组

织，现代国家是在应对一系列战争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而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也是现代国家建构不

能忽略的背景，民族国家的形态最早即诞生于企业公司。

综合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到种族 ／民族、地方与国家关系、制度、礼仪、宗教、战争、工业等各种视角
下所理解的“中国”，不同的视角与关切所描绘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与特征也各有差异。正如许纪霖所

言，大致存在四种理解古代中国的进路：第一种是以郡县制为核心的制度的中国；第二种是以科举制度

为核心的由士大夫连接地方与国家的中国；第三种是施坚雅提出的“城乡联合体”为核心的经济社会系

统构成的中国；第四种是宗教、祭祀礼仪系统组成的中国。正是这种多重性构成了“中国”的离散性和

统一性，形塑了地方与国家的内在镶嵌关系，也是我们展开地方研究与国家研究的双重背景。

（责任编辑　 孔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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